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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日两国环境技术合作 

 

1． 环境领域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2． 产业领域：从“绿色援助计划”到“中日气候变动对话” 

3． 区域发展：环境示范城市项目 

4． 结论：中日两国环境技术合作的未来展望 

 

 

1． 环境领域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前面的表8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在未来低碳经济需要的60多种关键技术中，

有42种技术中国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开展与国外的技术合作是迅速获取关键

技术的一项重要手段。同时，国外企业的技术如果能在中国得到应用，也具有潜

在的巨大商业利益和社会环境价值。中外双方的需求如何更好地得到满足，是促

进环境技术进步、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问题。 

目前，中国和多个国家开展双边环境技术合作（本小节以及下一小节的部分

内容参考了OECD/IEA（2009）的《中国洁净煤战略》一书）。中澳洁净煤技术联合

协调组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合作组织，在这项合作中，澳大利亚将中国视为拥有巨

大潜力且可提供洁净煤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一些项目已确定，涉及澳大利亚

企业将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包括中澳联合洁净煤气化技术示范，以及能够从燃

煤烟气中脱除二氧化碳的创新型试验设备。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正在提供财政支

持，但是还不确定这些资金能否使中国正式加入诸如实现商业规模的二氧化碳捕

集和封存长期项目。有证据显示，即使另一合作方承担中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成

本，中国也只会参与意义重大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活动。此外，中澳气候变化

伙伴计划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开展一些与洁净煤技术相关的活动，特

别是与煤矿瓦斯利用的创新技术相关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澳大利亚将技术转

让给中国，如果这些活动取得成功，还将继续转让设备。澳大利亚假定中国会提

供实物支持，允许澳大利亚进入中国的矿区进行试验，并自己承担一些研发费用，

因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其矿井安全水平。 

    与澳大利亚的计划相比，中英双边合作计划的时间更长，其着重点是洁净煤

技术转让。它涵盖了技术转让的所有方面，包括采取各种手段来普及技术知识。

这些知识普及活动有利于实现英国政府的一个环境目标，即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广

洁净煤技术。因此，该计划支持的是中国合作方看重的技术和方法，而不是英方

看重的具有商业开发潜力的技术。中国很重视这个计划，英国企业也很支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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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希望通过它来与中国的企业和研究所进行合作。该计划强调中长期的机会，

因此很难量化收益。既然该计划已被重命名为“碳减排技术计划”，以此来体现

新的着重点，那么可能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获得收益。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计划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合作，其目标旨在中国具有商业规

模的新燃煤电厂开展大型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活动。中英气候变化工

作组对该计划进行了补充，在关于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活动的谅解备忘录中

阐述了同样的目标。然而，虽然中国签订了这份协议，但是并没有准备为这个项

目提供资金。因此，第一阶段产生的(包括中国合作方的职工工资和相关费用在内

的)所有费用将由欧盟委员会和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共同承担。目前，欧

盟委员会和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已经开始组织欧盟成员国讨论第二阶段

和第三阶段项目费用问题，还试探了参与合作的国家和购买了期权的企业，以确

保他们继续参与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 

    日本在环境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从图 21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电

力、水泥、制碱、石油制品、钢铁、造纸等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均位居世界前列，

相应的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较其他国家更少。而中国具有极大的节能减排潜力。

如果把日本的技术和中国的潜在能力结合起来，有可能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同

时，对世界范围内的节能减排，防止地球温暖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图 21 日本主要产业能源利用效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 

 

转引自日本经团连环境本部资料（2010）。 

 

实际上，中日两国双边环境合作是中日双方最成功的合作。中日两国政府通

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环境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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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领域：从“绿色援助计划”到“中日气候变动对话” 

 

日本政府的对华 ODA 项目最早开始于 1980 年 4 月，当时主要以基础设施的建

设为主。从 1996 年开始，日本对华 ODA 贷款开始重点关注环保领域。在 1996 年

至 2000 年的第四批对华 ODA 贷款中，环保项目签约金额已达 3600 亿日元，并用

于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 多个项目。根据日本京都大学的调查结果，第

四批日元贷款中的 16 个环保项目，使 2003 年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比预期削减

了 19 万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削减了 34 万吨。 

 

2.1 绿色援助计划 

 

    日本拥有世界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装备，早在 1992 年，中国就加入了日本经济

产业省制定的“绿色援助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两国政府在能源环保

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引进日本先进的节能技术、清洁煤技术和环境管理经验。

自该计划实施以来，中国共派出 1600 多人次的技术人员赴日研修，或参加日本专

家来华开办的培训班。 

    在中国的双边环境合作中，日本是向中国提供环境贷款和赠款最多的国家，

也是向中国提供环保技术最多的国家。然而，中日之间在进行环保合作时也面临

许多问题。  

  比如在“绿色援助计划”中的许多示范项目在技术上是成功的，但对示范项

目技术之外领域的应用却未收到良好成效。出现这种情况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日本设备供应商缺乏对中国状况的足够了解，由于中国排放量控制标准不严

格，执法不严，导致中国电厂运营商的合作目的是降低资金成本和运营成本，鉴

于此，他们对提供的复杂而昂贵的系统装置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日本供应商由

于担心与中国企业在分享知识产权方面产生纠纷，而不愿意为了降低成本在中国

生产零部件，因此，提出只向中国出口设备，但这对于中国来说，产生的经济效

益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未能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支持，从而导致这些烟气脱硫

系统最终未能得到广泛应用。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日本在环保技术转让方面滞后。尽管日方向中

国派遣了大批专家并培训了大批环保专业人才，但在转移一些先进、顶尖技术方

面，日本的态度比较暧昧。中国抱怨日本要求的技术转让费用太高，而日本则认

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顶尖的环保技术，而是一些基础的环保技术。 

         

2.2 中日气候变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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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一直在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对话，在2007年4月举行的会议上，双

方同意在维护双边经济、政策和技术利益的基础上，加强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

(经济产业省, 2007 年)。合作签署了诸如煤炭高效生产、煤矿安全和洁净煤技术，

特别是燃煤发电相关领域继续合作的协议。中日双方同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

确保两国间稳定的煤炭贸易。2008年5月，两国签署了中日六点联合声明，该项声

明同意两国加强能源和环保方面的合作，同时确保继续研究与提高煤制油相关的

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并重点强调提高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能源效益和环境效

能。 

    作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新焦点的“中日气候变化对话”不同于以前的“绿色

援助计划”的合作，且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希望通过该项援助计划将其污染控制

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

题十分严重。这项援助计划下所开展的项目主要是在中国电厂示范日本生产的设

备。 

 

2.3 中日双方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和提高石油采收率方面的合作 

 

    2008年5月，中日两国宣布联合开展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和提高石油采收率(EOR)

项目，目标是通过中国的两个燃煤电厂，每年回收300-400 万吨二氧化碳。日本

在经济贸易部委牵头下的合作单位包括：日挥株式会社(阿尔及利亚萨拉泉二氧化

碳捕集和封存技术项目中的合作方)、日本煤炭能源中心、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三

菱公司和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RITE-METI下属的一个可持续能源研究机

构)。中国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下的合作单位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当地油田合作方)、哈尔滨地区政府、哈尔滨公用事业公

司和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中日两国将在中国东北部黑龙江省开展耗资3亿美元的项目，项目地点离大庆

油田100公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和三菱集团公司正在联合执行该工程项目，

并计划于2011年投产。目标是利用两个60万千瓦的燃煤电厂，进行燃烧后二氧化

碳捕集和封存技术装备改造，即将管道设备与附近粘稠度较高的油田相连接，利

用管道将捕捉后的CO2加压注入油藏，从而将石油日产量提高到3 万-4 万桶。采

用两个电厂，不但可以共同分担与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相关的10-15% 的能源

损耗成本，还可以抑制对当地电力供应的损失。基于在中国的初步测试，合作双

方认为二氧化碳与石油的采收率比例预计可达到2∶1。 

 

    分析如何确保成功的技术转让时，人们往往希望给出一些明确的方法，而不

只是提出泛泛的方针。中国有很多成功转让技术的机制，包括：企业合资、许可

证协议和项目。但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报告，实际上，选择机制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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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双方有足够的信任，以确保合作成功，因此，技术转让实际上是一个长

期而复杂的过程。与此同时，相关“技能”和“知识”的转让在某种程度上是与

硬件技术设备转让同等重要的，因为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到那时将只能接受新的技

术。工业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必须制定恰当的转让计划来实现他们不同的目标，因

为不同的目标可能相互矛盾。此外，这些计划还必须解决阻碍转让的非经济壁垒。

因此，国家机构首先必须制定计划以确保政府积极鼓励更广泛的技术转让，从而

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管理能力。日本的“绿色援助计划”在执行示范项目

期间没有让中国设备制造商参与其中，就是计划失败的一个例子。失败的部分原

因在于知识产权问题，但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

次，政府部门还必须了解中国的规章制度，因为它们将对国外技术是否能够成功

融入中国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绿色援助计划在技术与市场的匹配方面也有

问题，日本的技术很先进，但当时中国的市场需要的是成本低、性能一般的污染

控制设备。 

    技术转让包括设备转让和必要的运行、维护和技术更新技能。对于洁净煤技

术转让而言，重点曾是在短期和中期内提高中国相关行业的环境和经济效能。目

前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善。电力行业现在控制着中国的煤炭用量，引进先进的燃煤

发电装置正在顺利进行中，而当前，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有限，只有在示范新技术

时，为降低风险，企业才寻求政府的支持。同时，在中外双方政府层面帮助国际

技术供应商和中国技术使用者搭建起桥梁后，煤制油技术转让在商业运作的基础

上才得以顺利开展。然而，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被纳入到议程中，所以目前不

能将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与先进的发电和煤液化技术相脱离。由于二氧化碳

捕集和封存技术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商业论证，而且也没有法规框架来监管该技

术的推广，因此该技术的推广问题将得到长期广泛的关注，尤其需要政府通过对

话来制定合作计划。 

 

 

3． 区域发展：环境示范城市项目 

 

   上一章讲到中国新加坡合作的天津生态城，该项目是中新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合

作的基础上的又一次合作，而且在多方面有着更高层次的合作内容。其实，回顾

中日两国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合作的历史，比中新两国之间更长。苏州工业园开

始于 1994 年，而大连开发区中日合办的大连工业团地却开始于 1992 年。但是大

连工业团地的定位是工业团地，面积只有 2.1 平方公里，入住的 77 家企业中，日

本企业 64 家，中国 8家，美国、德国、韩国各有 1家。到 2007 年 10 月合办期满

时有劳动者 3万人。 

    反观苏州工业园，虽然成立晚于大连工业园地，但是其功能要远远超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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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园地。中新合作的开发区面积达 70 平方公里，目前户籍人口已经超过 20

万。截止 2008 年 6 月，园区累计吸引 14500 家国内外著名企业落户，已形成集成

电路、软件、游戏动漫、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60％以上。园区专利申请年增长达 50%，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占比达 46％。入住园区的企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具体到环境领域，上面我们介绍的天津生态城开始于 2007 年底，从时间上大

大落后于中日之间的合作。早在 1997 年，中日之间就开始实施面向 21 世纪的中

日环保合作构想项目。1997 年日本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协商

制定了“面向 21 世纪中日环境合作构想计划”。项目主要内容为： 

   

  ―日本政府提供 27 亿日元政府无偿援助资金，在中国 100 个城市建设环境信

息网络。 

  ―与日元贷款环保项目相结合，在中国设立三个环境示范城市（大连、重庆

和贵阳）。利用日本低息贷款在三个城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能源结构的调整

和重点污染源治理等。 

   

 （1）中国环境信息网络建设项目 

  项目开始时间：1998 年 12 月 26 日 

  项目完成时间：2002 年 4 月 

  项目总投资：20.18 亿日元 

  项目建设内容：为 100 个城市的环境保护局的环境信息中心提供设备及软件，

建设一个结构比较合理、功能比较齐全、信息传输畅通、集环境管理办公自动化、

环境管理 MIS、GIS、多媒体环境信息应用和环境管理信息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环境信息网络系统。   

  项目实施情况：中国环境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完成

39 个城市环境信息网络局域网的建设，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完成 61个城市环境信息网络局域网及 89个城市卫星通信子站广域网的建设任务。

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四年，于 2002 年 4 月全面完成项目实施任务。目

前，100 个城市的环境信息网络系统运行正常，设备性能稳定可靠，系统软件各司

其责，应用软件也已开始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发挥作用。   

  项目效果：该项目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00 个大中型城市，

直接或间接受益人口达 1.6 亿，完全达到了项目设计的预期目标。中国环境信息

网络建设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提高了城市环保局环境管理工作效率和水平，也

提高了中国城市级环境信息系统的工作能力，提升了全国环境信息系统的整体水

平。   

  为了保证该项目在中国 100 个城市得到实施，并使 100 个城市环境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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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长期运行，中日合作配套实施了环境信息系统建设培训二国研修项目。项目

满足了提高地方环境信息技术人员整体素质的需求，对 100 个城市环境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及今后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中日环境示范城市项目（重庆、贵阳、大连） 

  项目目标：   

  ―与日元贷款相结合，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中心，建立主要污染防治和监测系

统。   

  ―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工作   

  ―通过技术合作，在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软件方面给予支持 

  ―以环境示范城市为例，向其他城市推广 

   

重庆市 

  重庆市中日环境示范城市项目共包括 4个子项目，共计签约金额 70.1 亿日元：   

  ―重庆主城区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目   

  ―重庆电厂西厂烟气脱硫项目   

  ―重庆压缩天然气汽车加气站项目   

  ―重庆市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项目   

  上述 4 个子项目中，重庆电厂西厂烟气脱硫项目已实施完毕，其余项目正在

实施中。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改善了重庆市的大气质量，提高了重庆市环境监测和管

理能力，增强了环境执法和环境管理的水平。同时，还推动了重庆市“蓝天工程”

的实施。 

   

贵阳市 

  贵阳市中日环境示范城市项目共包括 7个子项目，共计签约金额 144 亿日元：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贵州水泥厂粉尘综合治理工程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 

  ―贵州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汞污染治理技术改造工程 

  ―贵阳市发电厂烟气治理技改工程 

  ―贵阳市空气质量与污染源在线管理系统 

  ―林东洁净煤工程 

  上述 7个子项目中，80% 的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开始发挥作用。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治理了贵阳市区的主要大气污染源，市区空气质量得到

明显改善；改善了能源结构，降低了燃煤含硫量；建立了贵阳市空气质量和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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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城市环境管理能力大大加强；根除了汞污染，保护了饮用

水源。同时，示范城市建设还为贵阳市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推动了贵

阳市在全国率先发展循环经济。 

   

大连市 

  大连市中日环境示范城市项目原计划共包括 5 个子项目，实际有 4 个子项目

执行，共计签约金额 54.87 亿日元： 

  ―大连染料化工有限公司热电厂扩建项目   

  ―大连制药厂环保治理一期项目   

  ―大连钢铁集团炼钢电炉污染治理项目   

  ―大连水泥集团大气粉尘治理项目   

  上述 4个子项目中，70%的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开始发挥作用。通过项目的实施，

促进了老企业的搬迁改造和县区水环境的改善，环境、经济效益明显。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日本 JICA 派遣了专家对项目实施进行协调指导，在大

连、重庆、贵阳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和研讨会，在三个示范城市的人才培养以及中

日相关部门的协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们认为，日本无偿援助和贷款建设的“环境信息网络建设”和“环境模范

城市项目”对中国的环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作用。能在 1997 年就开展如此

大规模的环境技术项目，体现了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成功历史。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的合作主要由日方出资，双方政府起到了主导

作用。而作为项目参加者的企业，其切身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一些

参加该项目的日本企业后来没有了积极性，选择了逐步退出。而作为接收方的中

国地方政府和部分企业，也觉得该项目与自身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

结果，该项目关联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并不是非常迅速。 

    这种带有援助性质的合作，并没有成为一种可持续性的、双赢的合作模式。

而仅限于两国之间的合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4． 结论：中日两国环境技术合作的未来展望 

 

    中日两国在环境技术领域的技术合作，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也取得了非常

大的实际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正处在一个重要的

转折时期。随着日本政府对中国 ODA 项目的逐步减少，甚至有可能结束，以政府

为主导的、带有援助意味的合作方式逐步将退出舞台，代之而起的将是以民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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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导的、互利的商业性的合作方式。在新的时期，两国的政府、民间社会都

应该积极地努力，共同促进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应该注

意以下问题。 

 

（1） 重视与政府、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合作 

    我们认为在两国的环境领域的合作过程中，两国政府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发

挥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国家决策机构和省级

决策机构之间存在矛盾，可能会对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带来新的挑战，因为中央政

府主要关注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省政府则更加关注实现经济增长和解决地

方就业等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应加强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从而

共同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不论是风电产业的发展，还是生态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中，

中国政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预想这种作用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近年来，

地方政府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经济、产业的发

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有强烈的愿望来改善当地产业结构，促进包括节能环保

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各地纷纷兴起的生态城市更是一种巨大的实验

场地。许多未来的技术都将在这里首先登场，如果成功的话，极有可能在更大的

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所以，加强中日双方在地方层次上的交流，对于未来双

方的技术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2）由“技术需求”向“社会需求”转变 

    由于日本的技术水平先进，以往日本的援助或者合作项目，也有很多都侧重

于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电厂脱硫技术、炼钢炉热电联产技术、废水处理系

统等。这些技术合作都是针对中国存在的具体需求，我们不妨称之为“技术需求”

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非常具体，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以日本向中国的单

向输出为主，对中国的具体问题的把握，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

的差距。其结果，中方是在被动地接受。 

    这种情况在地方尤其突出，中日双方政府确定的技术合作项目，被分配给地

方以后，需要地方相应的配套措施。而实施这些先进技术，往往与地方及企业的

发展目标存在着偏差，导致地方缺乏积极性。其结果，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存

在着障碍。 

    在中国现行制度是一种分权制度。地方政府被要求对其地方经济发展负上更

大的责任。在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负责立法，地方政府负责最终实施和落实法

律。如果没有适当的监测和执行机制，法规的执行往往是松弛的。 

    “十一五”以来，中国中央政府“节能优先”和“科学发展”的导向已经十

分明确，但是大多数地方和企业对中央的指令仍然置若罔闻，认为减排会阻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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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目前他们的政绩评估主要还是基于当地经济发展，而不是低碳政策的

执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维持地方的高财政收入，很多在高能耗，高收益领域，

特别是火电厂、钢铁水泥行业，的低碳政策执行都受到了阻碍。因此，中央政府

在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到政策执行的激励。 

    尽管中央政府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强调要提高资源管理，关闭小煤矿。但是在

现实中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也是非常困难的。其主要困境在于如何规范管理

但不会对生计就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新能源产业发展地域特征越来越明显。以光伏产业为例，前几年，地方政府

通过光伏产业集聚、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由此产生的的“区位品牌”为当地经济

发展贡献突出。和美国硅谷，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中国又出现了中国电谷

——保定，中国光谷——武汉，中国太阳谷——德州以及无锡的太阳城等与太阳

能有关的大型制造基地。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日双方在节能环保方面的合作，促进有关技术合作的顺利

进行。地方政府的大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地方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转型时

期。一方面，全国范围的城市化正在迅速进行。另一方面，地方产业升级、大力

发展新兴产业也有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条件下，中日双方的合作，要充分体现中

国地方政府的意愿，把他们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社会需求”充分调动起来，就

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大量兴起的生态城市的发展正是体现了这方面的发展。 

 

（3）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绿色援助计划”所代表的政府间援助模式，在一定的时期内很有效，但是

很难持续下去。日本企业对该计划的兴趣逐步减退，因为其商业利益难以得到保

证。而中方的参与者，对于自身的努力所获得回报也缺乏信心。 

    但是，我们在风电行业发展过程中，发现民间企业为主的、与国外先进企业

之间的技术交流非常有效。因为双方基于商业利益，只有在双方认可的一定条件

下才会相互合作，双方合作的风险也由双方共同承担。 

    清洁发展机制、碳金融的发展，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把这些

机制，与民间存在的投资热情和创新精神相结合，一定会创造很多的可持续的商

业模式。 

    由于中国目前仍然缺乏许多关键技术，在商业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和技术转

让，来快速获取技术技能和设备，对中国来说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在这方面，中

国仍然要克服包括技术、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同样，国外的合作者

也应该抓住机遇，与中方建立信赖关系，共同应对挑战。 

 

（4）更加开放的合作形式 

    比较中日合作大连工业园地和苏州工业园的发展，我们看到采取了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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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苏州工业园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当然，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不

仅限于双边合作，还有许多多边合作机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是《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的积极参

与者，但它的排放量在这个条约中均未受到限制。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并不愿意接受温室气体的绝对排放指标，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束缚本国

的经济增长。但中国提出了能源强度指标，以便在不限制绝对能源使用量的情况

下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尽管此种途径将会降低能源强度，但却未必能减少温室气体的绝对排放量。

因此，碳捕集和封存技术似乎是中国所有二氧化碳减排战略的精华部分。中国气

候变化应对计划已确定了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先进煤炭技术方面的合作。

虽然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没有被纳入优先领域，但是有必要基于这个基础建立一个

激励中国在大型发电机组中引入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框架，而且如果这一框架最

终得以建立，还可以引入到煤液化设备中。 

    对洁净煤技术包括碳的捕集和封存技术的示范将对中国和其他需要广泛应用

这些技术的国家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产生重大影响。只靠政府间的双边和

多边合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合作只能起到推广的作用。只有中央政府制定

强制性政策或使这些技术在洁净设备价格调控市场中实现商品化，才能在减排方

面获得重大突破。 

    中国会鼓励其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从而在该市场获得更多业务，合作成员不

仅可以从中国的低成本基地中获利，还能从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那里获得技术。

在中国市场，企业将可以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买到相同的低排放技术，因此，在

中国建立清洁能源市场十分必要。此外，如果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后续机制能将碳

捕集和封存技术纳入其中，它们将对上述市场的建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各国政府必须开展合作，共同解决难题，并分享经验。这种合作的结果就是进行

技术转让，通过共同承担商业风险，企业可以共同分享新老技术带来的巨大利润。 

    现在欧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和中国开展环境技术方面的合作。而

日本与中国方面合作的历史更长，也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以往日本与中国的合作，往往缺少其它国家共同参与的机会，从而限制了该合作

的前景。与之相对比，在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中，我们看到世界银行、澳大利亚

相关组织的积极参与，包括日本也积极参加。如果在未来中日之间的合作中，能

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参与，不仅有可能分散风险，

而且有可能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更有利于双方合作的进行。 

     

     



 

61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2009) ,《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中国统计出版社. 

 

苏明、傅志华(2008),《中国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 

 

孙钢、许文(2008), 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若干思考，中国财政，第9期. 

 

许文(2007),独立环境税：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必要选择，绿叶，第7期. 

 

李欣(2005),关于国际间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研究，研究报告，第29期. 

 

魏一鸣、焦建玲、梁强、范英(2008),油价长期高位对我国的影响与对策，中国科学院院刊, (1)：

11-15. 

 

范英、梁强、焦建玲、魏一鸣（2006）：《中国能源报告：战略与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 

 

财政部科研所“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3）：环境保护的公共财税政策研究，

北京财会，第9期。 

 

财政部科研所“履行国际环保协定及支持环保的财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6），履行国际

环保协定及支持环保的财税政策研究，研究报告，第72期。 

 

王金南、严刚、姜克隽等（2009），应对气化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29

（1）。 

 

王金南、葛察忠、高树婷、严刚（2008）：关于独立型环境税方案的框架性建议，重要环境

信息参考，30。 

 

姜克隽、胡秀莲等（2007），中国能源税体系设想，绿叶，7：26-27。 

 

刘强、姜克隽、胡秀莲（2006），碳税和能源税情景下的中国电力清洁技术选择，中国电力，

9：19-23。 

 

王其文、李善同主编（2008），《社会核算矩阵：原理、方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 



 

62 
 

 

何建武（2008），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及其影响——能源税与环境税分析，国研专稿，7 月1 

日。 

 

许宪春、刘起运（2004），《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王灿、陈吉宁、邹骥（2005），基于CGE 模型的CO2 减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第45 卷第12 期。 

 

高鹏飞、陈文颖（2002），碳税与碳排放，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2（10）。 

 

植田和弘（1998），以二氧化碳税为中心探讨环境税制改革，财政研究资料，4：44-45。 

 

高萍（2005），丹麦“绿色税收”探析，税务研究，第4期。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7），《中国应对气候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月。 

 

魏一鸣、刘兰翠、范英、吴刚等（2008），《中国能源报告：碳排放研究》，科学出版社。 

 

邹骥主编 (2010),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 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 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 

 

伴 金美（2008）「世代間地域間の資源配分を評価するための動学的一般均衡モデルの開発」

科学研究費研究報告書． 

 

大連工業団地開発管理有限公司（2007）日中合弁大連工業団地15年史． 

 

日本経団連環境本部資料（2010）「日本経団連 低炭素社会実行計画」． 

 

南斉規介，森口祐一 (2009)、産業連関表による環境負荷原単位データブック(3EID): 2005

年表（β版）,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環境研究所 地球環境研究センター． 

 

OECD/IEA(2009), 国际能源署，中国洁净煤战略. 

 

World Bank(2009), 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国新兴生态城市案例研究. 

 



 

63 
 

Bohringer, C. (1998), “The Synthesis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in Energy Policy 

Modeling”, Energy Economics 20, 233-248. 

 

Bohringer, C. and T.F. Rutherford (2008), “Combining Bottom-Up and Top-Down”, 

Energy Economics 30, 574-596. 

 

Dawkins, C., T.N. Srinivasan and J. Whalley (2001), “Calibration”, in J.J. Hickman and 

E. Leamer eds.,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5, 3653-3703, North-Holland. 

 

Fair, R.C. (1984), Specification, Estimation, and Analysis of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L.P. and J.J. Heckman (1996),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 10, 87-104. 

 

Kydland, F.E., and E.C. Prescott (1982).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50, 1345-1370. 

 

Lau, M.I., A. Pahlke and T.F. Rutherford (2002), “Approximating Infinite-Horizon 

Models in a Complementarity Format: A Primer in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 & Control 26, 577-609. 

 

Lucas, R.E.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in K. Brunner and A. 

Meltzer ed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North-Holland, 19–46. 

 

Manne, A., R. Mendelsohn and R. Richels (1995), “MERGE  A Model for Evaluating 

Regional and Global Effects of GHG Reduction Policies”, Energy Policy 23, 17-34. 

 

Mansur, A., and J. Whalley (1984), “Numerical Specification of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Estimation, Calibration and Data”, in Scarf and Shoven eds.,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69-12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kagawa, A. and K. Ban (2008), “Estimation of Substitution Elasticities for CGE 

Models”,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08-16, Osaka University. 

 



 

64 
 

Paltsev, S. (2004), “Moving from Static to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c 

Models (Notes for a beginner in MPSGE”, Joint Program Technical Notes 4, MIT. 

 

Ramsey, F.P. (192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38, 

543-559. 

 

Shoven, J.B. and J. Whalley (1984), “Applied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s of 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 Introduction and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2, 1007-1051. 

 

Sue Wing, I. (2006), “The Synthesis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Approaches to Climate 

Policy Modeling: Electric Power technologies and the Cost of Limiting US CO2 

Emissions”, Energy Policy 34, 3847-3869. 

 

Wei, M., S. Patadia and D.M. Kammen (2010), “Putting Renewables and Energy 

Efficiency to Work: How many Jobs can the Clean Energy Industry Generate in the US”, 

Energy Policy 38, 919-931. 


